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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年计划（规划）指标演变看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郭旭红　武　力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我们党编制和实施了14个五年计划（规划）。

五年计划（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助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

定，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程中重要的制度和体制安排。五年计划（规划）指标以经济类

为主转变为以公共事务类为主引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以约束性指标为主转变为预期性与

约束性相结合体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民生指标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环境指标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研究五年计划（规划）指标的演变历程、主要成效和内在机制，探

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对于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

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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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规划）记载了我们党领导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轨迹、发展脉络和

成功经验，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五

年计划（规划）指标体系是计划（规划）内容的

集中表达和概括，既与之前五年计划（规划）的

指导思想、主题主线和发展环境相呼应，也为

之后计划（规划）的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做铺

垫，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理

论和实践基础。2023年是“一五”计划实施 70
周年，也是全面贯彻“十四五”规划关键之年，

从五年计划（规划）指标演变由以经济类指标

为主向以公共事务类指标为主转变、以约束性

指标为主向预期性和约束性指标相结合转变、

民生指标和生态环境指标的变化四维视角系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 70 年产业结构演变研究”[19BJL010]；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越崎青年学者”[800015Z11A29]阶段性成果。
    作者：郭旭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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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对于发展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五年计划（规划）指标引领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1](p.823)“一五”计划至“十四五”

规划指标经历了以经济类指标为主向以公共

事务类指标为主的演变历程，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完成了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到探

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转变，正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技术封锁，尽快

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到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

以保障国家政治独立和国防安全，成为“一五”

计划至“五五”计划指标制定和实施的首要任

务。“一五”计划至“五五”计划是单纯的经济计

划，量化指标以经济类为主。“一五”计划时期，

我国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模式，苏联

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奠定了我国社会

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2](p.59)“二五”计划指标

依然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主，建立社

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由于受到“大跃进”冲击，

增长指标过高。“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是解决

“吃穿用”问题，后期调整为“备战”。“四五”计

划和“五五”计划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

突出“四个现代化”中的国防现代化，“五五”计

划后期重点是建设农业和工业现代化，关注国

民经济比例关系调整。[3]通过五个五年计划指

标的制定和实施，我国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

工业、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工业化、现代化基

础，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累了经

验；“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和“两步走”战略设

想，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提出和确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党的工作中

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同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

战略决策，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根本途径。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报告

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4](p.2)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

路”[5](p.15)的指导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创新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

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三步走”战略设想。上述关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路线图的擘画，为“六五”计划至

“十二五”规划指标由以经济类为主转变为以

公共事务类为主提供了根本遵循，彰显了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逐步提升。

“六五”计划至“九五”计划，中国共产党以制度

创新和对外开放为主要内容，探寻一条在市场

化和对外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为五年计划（规划）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

接管理向以间接化、多样化、体系化为主的宏观

经济管理转变指明了方向，为“六五”计划以后逐

步取消工农业实物量指标增添新动力。[6](p.91)“六

五”计划至“八五”计划实物量指标从65种减少

到 29种。[7]“九五”计划转变为宏观性、战略性

和政策性的指导计划，尽管保留较少的实物量

指标，但仅是预测性的。“九五”计划末，我国实

现了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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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末粮食产量连年下滑，“十一

五”“十二五”规划重新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作为农业发展的量化指标，除这一具有半公

共物品性质的实物量指标，其他实物指标完

全退出了五年计划（规划）。 [7]五年计划（规

划）中，经济类指标从“六五”计划的 60.7% 降

至“十一五”规划的 22.7%；社会类指标从“六

五 ”计 划 的 39.3% 增 至“ 十 一 五 ”规 划 的

77.3%、“十二五”规划的 90%；资源环境类指

标从“六五”计划的 3% 提升到“十一五”规划

的 27.2%、“十二五”规划的 33.3%。 [7]数据表

明，五年计划（规划）基本完成向公共事务治

理规划的转型。“十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

期间，我们党开创了以信息化和可持续发展

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模式，超越了

“先污染，后治理”和“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

西方传统工业化模式，为五年计划（规划）从

经济发展规划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再

到国家整体全面综合发展规划指明了方向。

在“十二五”规划中，非经济类指标占比远高

于经济类指标，这些保留下来的经济增长、经

济结构等经济类指标，都是宏观性、预期性

的，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

济活动不同，政府履行的是经济调节职能，对

市场主体行为方向具有引导功能。“十二五”

规划的非经济类指标中，教育科技、资源环境

和人民生活指标等占了很大比例。“十二五”

末期，2015 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

出口比重为 30.4%，不仅超过金砖国家巴西

13.6%、俄罗斯 16.1%、印度 8.0% 的水平，也超

过发达国家美国 21.8%、日本 18.1%、英国

22.6%、法国28.3%的水平。①我国实现了从生

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突

破，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

奔向全面小康的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

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8](p.7)

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

可持续问题。这三个核心问题的解决主要依

靠“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指标的贯彻落

实，这些指标大多数为公共事务治理类指标。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

首次提出以“五大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突出强调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向科技创

新驱动，注重以约束性指标促进政府职能转

变，强化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社会治理等方面

的目标和指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长江

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强调构建全方位

对外开放新格局，首次将制度建设作为五年规

划的主要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要求规划编制中多规融合——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融合与统一。[9]2020年，我

国创新指数全球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

到第 14 位，②科技创新由跟跑、并跑向领跑转

变，我国正处于从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向世界

创新型国家前列迈进。与“十三五”规划相比，

“十四五”规划新增绿色生态和安全保障两类

约束性指标，粮食和能源综合生产能力首次列

入五年规划主要指标，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

    ①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22）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②参见《国际统计年鉴》（2013/2020）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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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

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要实现“经济发

展、政治文明、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生态安全”

五大国家核心利益和目标。[10]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我

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工业

化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计划指标主要是经济

发展类指标，通过工农业实物量指标的制定和

实施，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

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物

质基础、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六五”计划至

“十四五”规划期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物

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逐步扩散到经

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五年计划（规划）指标由以经济类指标

为主向以公共服务指标为主、经济指标为辅转

变，我国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更为坚实

的物质基础、制度保证和精神力量。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五年计划（规划）依然发挥

作用，14个五年计划（规划）指标的演变历程、

经验与优势，是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

段，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是中国现代化史和世界现代化史上的伟大创

举，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上行稳致远。

二、五年计划（规划）指标体现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一五”计划至“十四五”规划期间，我国经

济体制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转型，五年计划（规划）由国民经济指令

性计划逐步演变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

性、纲领性、综合性、指导性规划，[11](pp.4-5)计划

（规划）指标由以约束性为主向兼具预期性与

约束性转变，彰显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

“一五”计划至“五五”计划，我国处于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和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指导，强调以赶超发

展实现工业化为目标、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战

略重点、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

障，[9]计划指标是单纯的约束性指标。在指令

性计划指导下，国有工业企业是绝对的中坚力

量，产值占比都在 70%以上，个别年份如 1965
年、1966年高达90%以上，①说明公有制经济在

工业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国家指令性计划

得到很大程度贯彻与执行，基本形成了独立

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

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彰显

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从“六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我国经济

体制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有

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转型，五年计划（规划）由指令性计划演变

为指导性计划，再到预期性发展规划，计划（规

划）指标从以约束性为主向兼具预期性和约束

性转变，充分发挥政府指导宏观管理、引导市

场资源配置、服务国家战略目标的作用。从

“六五”计划开始，五年计划（规划）不再直接干

预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①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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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供宏观框架，“七五”计划是计划体制和市

场体制并存时期，国家对经济管理开始向“国

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方向推进，五年计

划向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规划转变，指标专门

设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要使市场

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

用。“八五”与“九五”计划分别提出，“初步建

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

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

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改革目标。“九五”计

划首次提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

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

约型转变”，[12]（p.34）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

续发展战略。“九五”计划末，我国初步建立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非公有制

经济实现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1980 年 的 0.49% 逐 步 扩 大 到 1992 年 的

13.41%、2000 年的 64.07%，①改变了过去追求

单一公有制的做法，体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逐步形成，

为 21世纪初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奠定更好

的体制基础。从“十一五”规划开始，指标分

为预期性和约束性两类，增加了具有空间约

束的主体功能区内容，开始重视以约束性指

标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以预期性指标更好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五年计划（规划）成为指导

性、战略性、纲领性、综合性的科学发展规划。[13]

“十一五”规划设置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改善

民生等预期性指标，设置GDP能源消耗强度、

人口总量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等约束

性指标，旨在分清政府和市场的职责，强化政

府在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职责。“十一

五”规划末期，经济发展方式得以初步转变，

规划制定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 [14](p.72)然而，

结构调整略显滞后、传统发展方式未能根本

改变等问题依然存在。“十二五”规划预期性

指标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科技

进步上，约束性指标主要集中在节能减排和

改善民生等方面。这些指标尤其是一些约束

性指标，对加快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具

有重要导向作用，有利于确保实现“十二五”

节能减排目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十二五”规划期末，集体所有制企业比

重下降，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弱，逐渐退出历史

舞台中心。2015 年，集体资本占实收资本总

额的比重仅为 1.92%，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总

额的比重由 2003 年的 31.2% 减至 2012 年的

18.2%，之后增至2015年的24.9%。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五年计划（规划）指

标逐步向预期性与约束性相结合演变，更加注

重用约束性指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更加强调

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十三五”规划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供给体系

的质量和效率为目标，抓好“三去一降一补”五

大任务，最大限度激活微观主体活力，首次将

制度建设作为主要目标，提出各方面制度更加

成熟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

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

    ①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②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3）和《中国工业统计年》（2021）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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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十三五”规划更加注重补齐短板，在基础

设施、扶贫攻坚、民生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等方

面提出针对性的未来发展目标及路径，规划指

标设置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方面的预期性指

标，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方面的约束性指标。

“十四五”规划瞄定 2035年远景目标，“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改革为主线，以改

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指标设置了经济发

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

等五方面，其中，约束性指标主要集中在绿色

生态和安全保障，首次设置粮食和能源综合生

产能力约束性指标，突出对高质量发展综合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对接，更好体现指标激励约

束导向作用，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的责任和约束

力。经济增长目标遵循“定性表述、蕴含定量”

原则，不设定五年GDP量化增速目标，但不意

味着不要 GDP 增速，意在强调发展质量和效

率。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超过 1/3，为历次最

高。“十三五”至“十四五”时期，充分激发国有

资本活力及其对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的托底

作用，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总额的比重保持在

20%以上，①增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使国

有企业更好适应市场化、国际化要求，提高了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五”至“五五”计划，发展国民经济以指

令性计划为手段，主要是约束性指标，确定基

本建设的投资规模和项目，政府决定资源的分

配与流向，市场作用微乎其微，使单一公有制

经济在工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六五”计划

至“十四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由计划经

济体制下的指令性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

战略性、指导性和预测性转变，政府管理经济

职能由以直接手段为主转变为以间接手段为

主、由过去“全能型”转变为“创新服务型”，市

场配置资源作用由基础性向决定性转变。14
个五年计划（规划）量化指标由以约束性指标

为主向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相结合转变等，对

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

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作出了重大贡献，彰显了“一张蓝图绘到

底”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三、五年计划（规划）指标生动诠释

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

现代化观。”[15](p.50)这也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保障和改善

民生是五年计划（规划）主要指标设置的头等

大事，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宗旨。14个

五年计划（规划）民生指标的制定和实施，经历

了从单纯以实物指标为主到以价值指标为主

的演变。与此相应，中国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

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跨越，正迈

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社会实现了从低收

入水平到中低收入水平、再到中高收入水平的

转变，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人民至上”的

价值取向。

“一五”计划至“五五”计划期间的民生建

设呈现出“生存兜底型”的制度特征，以保障人

民衣食住行基本生存需要、兜底满足人民群众

基本生理需求为主要内容。 [16]“一五”计划至

“五五”计划指标的设置，主要依据“强国优先”

    ①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6-2022）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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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导向，同时注重解决吃、穿、用与处理农

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提高人民物质生活

和文化生活水平。“一五”计划指标是按照“经

济建设的重点是工业，工业建设又以重工业

为主、轻工业为辅”的方针，[2](p.55)开始进行以重

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二五”计划到“五

五”计划，都提出了科技教育和人民生活领域

的投资安排和目标任务。“二五”计划指标实

施过程中，增长目标被提高很多倍，导致国民

经济主要比例失调。 [2](pp.185、307、308)“三五”计划

指标重点解决“吃穿用”问题。“四五”与“五

五”计划均出现过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值得

提出的是，“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

始终是“一五”至“五五”计划制定经济指标的

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我们又要重工业，

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

有基础。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17](p.336)

改革开放以来，迅速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

平，成为我们党推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推动

五年计划指标改变的强大动力。因此，发展计

划（规划）指标逐渐转变为“富民优先”的战略

导向。“六五”计划是落实党的十二大提出的

“到20世纪末力争实现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

两番”的战略部署，指出：“在生产发展和劳动

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使城乡人民的物质和文

化生活继续得到改善。”[18](p.16)“六五”计划至“八

五”计划，重点解决民生消费品短缺问题，民生

建设的指标设置呈现“基本保障型”的制度特

征，以重点补齐民生短板，优化民生资源配置，

使居民的各项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为主要

内容。“六五”至“八五”计划指标设置以提高经

济效益为中心，纠正了以往五年计划过分追求

高速度、高积累的做法。1995年，最终消费支

出贡献率与资本形成贡献率为 46.1% 和

46.7%，基本均衡，而 1978 年最终消费支出贡

献率为 39.4%，远低于资本形成贡献率 66%的

水平。①

“八五”计划提前五年实现了经济总量比

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九五”计划到“十

二五”规划主要强调转变经济体制和经济发

展方式，通过改进经济效率和经济质量改善

民生，指标设置以发展改善型民生建设为主

要目标。“九五”计划期间，虽然受亚洲金融危

机冲击，政府采取了增发国债、扩大内需策

略，同时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加大“铁公基”建

设等，提前三年实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1980年翻番目标。“九五”末期，人民生活总体

达到小康水平，我国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低

收入国家行列。

“十五”计划是向“第三步”发展战略迈进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

发展，以及强国与富民相统一成为这一时期的

计划理念。“十一五”规划末期，2010年国内生

产总值（以下简称GDP）为412119.3亿元，人均

GDP 为 30808 元，分别比 2005 年增长 120% 和

114%，②是继“六五”计划实现GDP和人均GDP
翻番目标的又一个五年规划，我国由中低收入

国家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党的十七大明

确做出推进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

设的战略部署，为“十二五”规划民生指标的设

置提供了根本遵循。与“十一五”规划相比，

“十二五”规划淡化GDP增长，更加注重保障和

改善民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解决民生问题

的必然选择。“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坚持把

    ①根据《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21）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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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9](p.7)“十二五”规划末

期，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 7890美元，城镇化率

从 2011 年的 51.83%提高到2015年的57.33%，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分别为

7.68%和 9.62%，均超过GDP年均增长 7.9%的

水平。①“十二五”规划时期成为继“一五”“六

五”计划时期之后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的又

一“黄金期”。

“十三五”规划至“十四五”规划民生指标

转向全面普惠型民生建设，核心任务是破除

公平缺失、民生制度“碎片化”等问题，全面完

善民生要素指标，以均衡性与普惠性为原则

提升民生发展能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十三五”规划是在“四个全面”战略

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紧密围

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更加重视底线民

生的全面改进，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执行

绩效来看，2020年，我国如期实现有关民生福

祉的约束性指标，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2020 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从 2002 年

的 0.594 提升到 0.764，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跃居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行列。②“十四五”

规划首次未提及 GDP 增长目标指数，提出到

2035 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

利于主动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

增强发展的灵活性，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十四五”规划提出：“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

步。”[20](p.219)这就把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优先或

重要位置，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总指标的比重超过 1/3，是
历次五年规划中最高的。这些指标覆盖就

业、教育、收入、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

最大亮点是三项新增指标：失业率、医师数和

托位数，意味着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

入托难等民生问题。[20](p.222)

四、五年计划（规划）环境指标

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

习近平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

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21]“生

态兴衰论”的科学理念，是指导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生态历史观，揭示了建设生态文明是关

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大计。随着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一五”计划至“十

四五”规划主要指标经历了从经济发展类到资

源环境类，再到绿色生态类的演进历程，展现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生态观。

为尽快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到先进的工

业国的转变，“一五”至“五五”计划指标设定的

目标是以重工业为中心，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

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建设过程中，如工业“三

废”放任自流，污染逐步蔓延，乡镇企业不断发

展壮大加重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逐步显露出

来。 [22]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五五”计划提出

了有关企业“三废”治理、重点城市环境保

护、水环境质量改善等环保内容。 [23]1973 年，

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立

“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

    ①根据《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2015）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②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2）和《国际统计年鉴》（2022）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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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

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24](p.1971)奠定了我国生

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面对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

党中央提出经济建设要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为前提，“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我们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

路”。[25](p.2)这是首次以党中央名义对环境保护

做出的重要指示。1982 年，邓小平在全军植

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大会中号召要“植树造

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 [4](p.21)1983 年，第二

次全国环保会议把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

策，奠定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

地位。随着党中央对生态环境保护认识深

化，“六五”计划首次将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

济社会发展，与发展工农业生产、鼓励企业技

改、扩展对外贸易、调整产品结构等并列纳入

“六五”计划的基本任务。

“七五”“八五”计划期间，我国工业化、城

镇化发展程度较低，环境污染以点源为主，环

境保护重点是开展工业“三废”治理，环境保护

指标主要针对工业污染治理部署。“七五”计划

首次把环境保护指标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

综合决策，强调环境容量约束与总量控制，更

加突出工业污染防治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设

置了城市污染控制、生态保护及相关计划指

标。从执行效果来看，“七五”计划基本控制了

工业污染发展，减缓了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八

五”计划把环境保护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提出污染防治从末端治理到全

过程防治，从浓度控制转变为总量控制，包括

工业粉尘排放总量控制以及重点工业污染源、

海域、流域的污染物总量控制。

“九五”计划首次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

展战略并列为国家基本战略，实施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工业污染控制逐步从末端治理为主

转向生产全过程控制。[26](p.98)“九五”计划指标

总体上是预测性和指导性的，体现了经济增长

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进入21世纪，党和政府更加重视生态建设

与环境保护。2002年3月，江泽民在中央人口

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

定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

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

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7](p.424)党的十六大正式

提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

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道路”，[28](p.15)这就把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

源、环境相协调、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形成了生态文明思想的

雏形。“十五”计划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突

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可持续发展三大战

略，提出遵循“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

落实“一控双达标”，重点抓好“三河、三湖、两

控区”“一市”“一海”等环境保护重点区域的污

染防治工作。“十五”计划实施情况总体良好，

大部分指标顺利完成，然而污染物减排、经济

结构调整、能源节约等指标没有完成，说明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成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对

此，胡锦涛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

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

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29](p.42)这就强调把“生态文

明”放在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同等重

要的位置。

党的十七大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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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社会写入党章，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战略任

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首次明确下来，标

志着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和全党意志，进入

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

舞台，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的环保理念的升

华。“十一五”规划提出了“要把节约资源作为

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30](p.1064)设

置了单位GDP能耗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减少等约束性指标，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

基本完成节能降耗目标；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化学需氧量超额完成减排任务。①但同时，结

构调整略显滞后、传统发展方式未能根本改变

等问题依然存在。“十二五”规划提出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发展循环经济，将实施总量控制的

污染物扩大至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四种主要污染物，提出四项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分别减少８%、10%、８%、10% 的约

束性指标。“十二五”规划期间，党中央、国务院

将改善环境质量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十二五”规划期

末，绿色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资源环境主要指

标全部完成，特别是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降

低、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单位GDP二氧化

碳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等指标均大

幅超额完成，为“十三五”规划时期全面推动科

学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立足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提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生态环境保

护类指标的设置和实施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

本遵循。“十三五”时期，多领域多类型生态环

境问题持续累积，空气、水体、土壤环境总体污

染仍然较重，部分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环

境质量总体较差，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的突出短

板。“十三五”规划提出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

核心目标，从源头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指标

设置由“环境保护”转变为“生态环境保护”，从

节地、节水、节能、降碳、减排、非化石能源发

展、森林绿化、地表水质量改善、空气质量改善

等视角出发，设置了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约束性

指标，指标涵盖大气、水和土壤。从执行效果

来看，到 2020年底，生态环境领域约束性指标

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超额完成，

扭转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生态安全屏障基

本形成，“十三五”规划时期是历年五年计划

（规划）中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最好、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成效最大的，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

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站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起点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自然生

态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

协调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和生态环境保卫战以及节能低碳发展战、自然

资源节约战，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

化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十四五”规划纲要以

“绿色生态”指标替代“十三五”规划中的“资源

环境”指标，绿色生态指标全部为约束性指标，

分布在环境污染治理、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保

护修复三个领域，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碳汇

能力建设的关键指标，说明绿色低碳对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和支撑

    ①参见国务院：《国发〔2007〕37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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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十四五”规划及未来一段时期，生态环

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

缓解，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问题凸显，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艰巨，人民群众对生态环

境质量期望值更高，对生态环境问题容忍度

更低，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通过倒逼能

源结构调整、倒逼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助推绿

色低碳与生态环保深度融合，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形成，将为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生

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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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Path Selected for China’’s Economic Modernisation：：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grounding our work in this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The major 
strategic concept put forwar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namely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the domestic cycle as the main body while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promoting each other, stresses that build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the path selected for China’s 
economic modernisation,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far-reaching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ransforms the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import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ital and necessary raw materials while exporting 
processed and manufactured products”. As the path selected for China’s economic modernisation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it profoundly embodi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necessity of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We should grasp its internal logic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fully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this path. (Feng Gang, Cao He-ming)
Highlighting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New Era and New Stage：：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choice by China 
to cope with realistic challenges. At presen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onfronted with increasing external uncertainties, weak resilience of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 , insufficient economic growth drivers,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demand side, and unsmoo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echanism etc., which brings challenges to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regard,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PC’s leadership of economic work, improve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the mechanis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factor markets, the mechanism for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nd the mechanism for the environment-friendly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mode, in order to provide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need to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ontinually improve the modernis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s and supply chains, so as to provide policy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Zhang Jian-gang)
On the Originality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s another major conceptual innovation of “localizing Marxism” after the emergence of “the localization, modernis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which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he latest expression can more accurately describ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adhering to developing Marxism, and more prominently 
embodies the innovativeness of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It reflects the theoretical maturity and self-confidence of the CPC, puts more emphasis 
on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m with theoretical originality, provides scientific methods and direction guidance for continually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m, and expands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for Marxism. Marxist theorists should work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latest chapter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contribute their academic strength to the new development of “localizing 
and modernizing Marxism” in the new era.(Han Xi-ping, Liu Yi-fan)
The Realistic Basis of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Common Wealth：：At the present stage, digital economy has brought great growth to 
social productivity. Productivity is the foundation, when the digital economy helps to achieve common wealth. However, from the fundamentals of 
realizing common wealth, we must pay due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 basis of production methods and systems. As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countries,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really released less a positive effect than a “trickle-down effect”. In the new era, China should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the digital economy, provide a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realis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ntinually 
integrate the digital economy with the socialist system,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is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Wang Zhu-jun)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Chinese Modernisation: A Perspective of the Evolving Indicators in the Five-Year Plans：：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PC has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14 five-year pla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bjective law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nstantly as an important way for our Party to govern the country,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five-year plans is an important 
system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stand up, grow rich and become strong, since it promotes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long-term social stability. The five-year plans witnes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ir economy-based indicators into public affairs-
based indicators, which lead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sation on a steady and far-reaching course. The change from mainly binding indicators to a 
combination of prospective and binding indicators reflects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through “drawing one blueprint to the end”. 
Livelihood indicators reveal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modernisation, while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demonstrate the ecological views of 
Chinese modernisation. Studying the evolution, main result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indicators in the Five-Year Plans and exploring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Chinese modernisation are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s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Guo Xu-hong, Wu Li)
The CPC’’s Innovating Legal Theory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The Chinese Communists mainly put forward 
eight innovations in legal theory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mainly relies on the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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